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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激励理论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理论，对明清时期的徽商和晋

商的商帮治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两者治理结构的差异的成因，每

个商帮治理模式内部各种激励手段的互补性，以及商帮治理与地域文化、商人信念之间的互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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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centive theory and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s of Hui traders and Jin trader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 further explore the key factors underly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se two traders’ groups,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incentive instruments within each traders’ group,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ance of traders groups, traders’ worship, and local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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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明（1368-1644 年）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观，从事长途贸易的

地域商帮在中国商业发达地区陆续兴起。所谓地域商帮，是指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纽带形成

的松散商人群体；明清时期兴起的地域商帮之著名者有徽商、晋商、粤商等，他们在流通领域

活跃了四百余年，对十六世纪以后的近世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发端于北方的晋商和来

自南方的徽商以资本雄厚、贸易全国最为著名，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

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
2
。 

晋商和徽商相继形成于明代中叶，在商贸影响方面旗鼓相当，不分伯仲，时人有“北晋南

徽”之说。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其商帮治理结构，却可以发现许多重大差别。徽商是以血缘和宗

族关系为基础，强调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计，依赖隐含契约、族规家法治理商帮内部的

代理关系；晋商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遵循避亲举乡

原则选择同乡出任经理和伙计，利用正式的号规约束、用接近现代意义的奖金和股俸制度激励

商帮成员。中国文化历来是重视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什么兴起于大约同一时期、受同一国家文

化影响的两个商帮却会选择同一文化中的不同要素，形成如此不同的治理模式？而且，不同的

治理模式并没有影响两个商帮所取得的商业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同样有趣的是，徽商和晋商

所处的地域文化、商人习俗也有显著差异。比如徽商“儒风独茂”，却又有举族外迁、并在经

商地修建宗族祠堂的习俗；而晋商推崇“学而优则商”，却又“安土重迁”，商人极少携家眷

外出经商。徽商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是朱熹，遍设全国的徽商会馆都修有专祀朱熹的文公祠，而

晋商凡在异地经营者，一经发展便集资修建关庙，供奉关公。这些地域文化和商人信仰的差异

与徽州和山西两地商帮治理模式又有什么内在关联呢？ 

本文试图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利用近来发展迅速的激励理论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理论，整理和发展了一个对商帮治理进行比较研究的分

析框架。借助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对徽商和晋商的商帮治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并

探讨了两者治理差异的成因和内在逻辑以及商帮治理与地域文化、商人信念之间的互动。 

徽商与晋商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地域商帮分别吸引了大批学者，两个商帮各自的兴衰历

程、商业活动、商帮文化及其历史作用多有论著
3
。在商帮比较研究方面，学者或从某个侧面

进行比较，或就其代表人物进行比较，作整体比较的不多（王世华，2005，第 634 页）
4
。现

                                                 
2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3 参见王世华（2004）和白雷（2006）关于已有的徽商和晋商研究的学术成果的评述。 
4 目前关于徽商与晋商比较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张正明（2001），刘建生和刘鹏生（2005），王双（1996），华

而实（1996），刘鹏生、燕红忠和刘建生（2003），王尚义（2004），俞传芳和梁仁志（2005），王世华

（2005），张晓（2005），王苏喜和张欣（2005）以及牛海涛和胡义刚（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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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商帮的比较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史料的收集与比较，但缺乏深入分析。王世

华（2005），张正明（2001）以及刘建生和刘鹏生（2005）以翔实的史料指出了徽商与晋商的

相似与差别，但都没有讨论造成上述异同的微观机制，这使比较研究停留在史实材料的收集和

对比层面，不利于人们深入了解明清时期决定地域商帮运作机制和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另一

特点是有些研究者探讨了徽商与晋商差异的成因，但忽略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从而颠倒了因果

关系。比如，刘鹏生等（2003）提出晋商与徽商形成不同管理机制主要源于宗族关系差异，其

根源则是地域文化差异，表现为徽商有“儒风独茂”和举族迁徙的地域文化，而晋商讲究“学

而优则商”和固土守迁的地域文化。他们推断：宗族观念差异构成了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基

础；而地域文化与经商理念的差异形成徽商重约束、晋商重激励的运作机制。我们认为这一推

断值得推敲。从逻辑上看，单由“儒风独茂”的地域文化判断，徽商理当遵循儒家“安土重

迁”教诲从而比晋商更不愿迁居才合理。其实，在地域商帮兴起以前徽州确实具有“人重去其

乡”的风俗。许承尧在《歙风俗礼教考》中说：“歙俗之美，在不肯轻去其乡，有之则为族戚

所鄙，所谓千年归故土也，可见歙人安土重迁”
 5
。当明清时期外出经商者日多时，不少人依

旧“壮则服贾，老则归田”
6
。因此，以徽州具有“儒风独茂”的特点和举族迁移经商地的地

域文化作为其管理机制的根源实则谬矣。 

与目前关于徽商和晋商的研究相比，我们的主要贡献是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重新组织

和透视已有的史实，对徽商和晋商的治理模式的系统差异提供内在一致的分析和解释。具体地

说，我们的研究思路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我们基于 Holmstrom and Milgrom（1994）的理论，强调商帮治理作为一种激励系统

的本质。根据这种理论，一种治理模式如果是有效的，其内部各激励工具之间的配置就必须满

足一致性和互补性，当外部参数发生变化时，这些激励工具将呈现协同变化（co-movement）

的特征。本文将详细说明晋商和徽商的治理模式如何满足这些一致性和互补性特征的。我们认

为，只有从激励系统的角度，徽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治理模式的系统差异才能真正得以揭示，

而以前的所有研究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使得关于商帮的比较研究基本停留在一些简单的对比阶

段。 

其次，在解释徽商和晋商治理模式相异的成因时，我们注重区分因果关系的逻辑链条，区

分什么是外生因素，什么是内生选择结果。如上所述，现存的研究往往不严格区分外生因素和

内生结果，致使逻辑推断出现问题。另一方面，给定治理模式是一种激励系统，如果我们认为

某种因素是导致徽商和晋商两种治理模式相异的外生性原因，那么我们需要说明这种因素的强

弱如何引起治理模式内部各激励工具的一致性调整。 

                                                 
5 [清]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6 《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卷七五《文庆公派》，转引自赵华富（2004 年，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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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强调商帮治理模式对商人信仰和地域文化的内生性选择，从而进一步作用于地

域文化和商人习俗的演变。治理模式需要一种支持性的文化信念或价值体系，从而对商人的文

化信念（cultural beliefs）产生定向性需求，以进一步强化其约束商人的作用。我们将从晋商和

徽商所在地域的商人祭祀的对象的历史演化和商人信仰的差异去验证这一点，从而揭示地域性

的大商帮的治理模式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地域文化的动态演变。当然，这里我们必须非常仔

细地区分地域文化中前定部分（先于商帮产生之前而存在的内容）和后定部分（后于商帮产生

且受商帮文化影响的部分），否则会陷入逻辑困境之中。绝大多数比较研究注意到了两地商人

在文化习俗和信仰方面的种种差别，但以往研究大多一般性地强调传统地域文化对商人行为方

式的影响，既没有明确地域文化中哪些是被商帮治理所影响的，也没有说明哪些是决定商帮治

理特征的外生因素。 

从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背景来看，我们的本项研究涉及如何理解经济史中制度安排的多样性

以及如何进行制度的比较分析（Aoki，1990，2001；Greif，2006）。关于制度多样性目前主要

以跨国研究为主，而在同一国家制度和文化背景之下的制度多样性则研究不足。Greif 

（1998）在论及历史与比较的制度分析时，特别强调博弈均衡的多重性其实提供了历史比较研

究的机会。本项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独特例子。与国外文献揭示的商帮治理机制相比，如

Greif 研究的马格里布和热那亚商帮的治理模式，中国商帮治理呈现一些独有的治理特征，比

如宗族关系与商帮治理的结合，员工的家庭作为“人质”约束异地员工的行为，值得深入研

究。更为重要的是，Greif（1989，1993，1994）研究的商帮治理主要涉及委托人与代理人在多

边惩罚下的声誉机制，而本文的研究更多地涉及商帮内部的治理结构和各激励工具的互补关

系。 

 

二、 理解经济史中的商帮治理的一个理论框架：地域文化、信仰与商帮治理 

明清时期兴起的商帮大都是跨地域从事远程贸易或金融服务的商业组织。当经营规模和地

域范围不断扩大，商人不可能一个人从事商品的运输和贸易的全过程，而必须寻找合作伙伴和

雇佣人手。由于经常在异地经营，委托人监督代理人的活动变得非常困难。被雇佣的代理人是

否会基于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行动是不能保证的。事实上，代理人携款外逃、侵吞货物或工作偷

懒的事情时有发生。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看，商人一旦雇佣他人参与贸易，尤其是远程贸易，就

存在一个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明清时期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技术使得监督代理人尤为困

难。这种远程贸易中的代理关系类似于 Greif 研究的中世纪地中海马格里布和热那亚商人从事

贸易的情形（Greif，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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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地和远程贸易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支持性的制度安排，它能低成本地解决

委托代理问题，或者说给予代理人适当的激励使其诚实可信，尽心竭力为委托人服务。在这个

意义上说，一个商帮的兴盛与否直接取决于商帮的治理模式。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任何商帮治理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文化、地域和制度环境。但关键的问

题是，商帮治理如何与文化、地域和制度环境发生有机的联系？根据 Greif（1989，1993，

1994）对中世纪地中海一带的商人联盟(traders’ coalition) 的系统研究，商人联盟中的多边惩罚

机制和商人间的文化信念在治理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多边惩罚机制（multilateral punishment 

mechanism）是指当某个代理人因欺骗其委托人而被解雇时，所有其他的潜在的委托人都不会

雇佣这个代理人，以对其实施集体惩罚。多边惩罚机制相对双边惩罚机制而言，后者是指当代

理人有欺骗行为时委托人只能以开除作为惩罚，但别的委托人也许会再雇佣他。因此，多边惩

罚机制比双边机制在制约代理人的行为方面更有效得多7。然后，多边惩罚机制比双边惩罚机

制也更难实施。我们如何保证一个潜在的委托人对一个欺骗了别人、没有欺骗自己的代理人实

施惩罚呢？而且，人们如何获得代理人的欺骗信息，如何对代理人有争议的行为达成共识等

等，这都构成多边惩罚机制具体实施的条件。而基于地缘和共同宗教背景的马格里布商人联盟

恰好提供了这些条件8，如联盟内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便利了信息的共享和传递，长期共享的商

人习俗和社会规范（如商法，Merchants’ Law）则帮助商人认定行为的性质，比如行为是否合

适或是否构成欺骗，起着协调预期和行为的作用。相比之下，热那亚商人则缺乏这些支持多边

惩罚机制的条件，而只能依赖于基于双边的声誉机制来约束代理人的行为。 

商人的文化信念会内生地导致商帮模式的形成和演变。有历史资料表明，马格里布商人的

多边惩罚机制与他们的集体主义的文化信念紧密相关，他们作为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犹太人信

奉穆斯林社会的价值观念。而处于同一时期（11 世纪）、同一区域（地中海）的热那亚商人

在拉丁文化下信奉个人价值，呈现“个人主义”的文化信念。两种不同的文化信念导致了两个

商帮不同的治理模式（Greif，1994）。不仅如此，文化信念与治理模式之间相互支持和相互强

化，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不同的商帮因其治理模式的内在特征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当

地中海贸易机会不断扩展时，基于个人主义文化信念的热那亚商帮可以很容易与非热那亚商人

从事贸易，比较容易捕抓外部提供的扩张机会。而马格里布商帮则因依靠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商

帮内部的多边惩罚机制来支持远程贸易，而无法与商帮之外的商人做生意，而无法有效应对环

境的变化，最终趋于衰落。 

                                                 
7 更严格的证明参见 Greif（1993，第 536－537 页）。 
8 Greif（1993）在一个多边声誉模型的框架下证明商人的多边惩罚策略在一定参数条件下可以成为精练子博弈

均衡的一部分，成为支持委托人和代理人相互信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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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if 基于多边声誉机制和文化信念的商帮治理理论和另一组激励理论的文献密切相关，那

就是激励的互补性理论9。Milgrom and Roberts (1990), Holmstrom and Milgrom (1994) 以及

Holmstrom(1999) 把治理模式视为一种激励系统，认为后者由一系列组织要素（激励和约束工

具）组成（如物质资产所有权、激励契约、任务分配和限制），不再是简单的科层与市场治理

的区别，或者依据物质资产所有权的分配进行划分的治理模式。该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互补

性，认为各组织要素之间通常是互补的，即增加一种要素的强度会提高增加另一种要素使用强

度的边际收益，而整体的组织绩效则由这些互补的组织要素之间的共同作用来决定10。由此可

以引出两个基本的推论：1）这些最优选定的组织要素之间必然是内在一致的(coherent)系统，

所以当外部参数发生变化时，这些组织要素的最优值会发生系统和一致的变化（比如一同上升

或下降）；2）最优的组织治理模式可能是多样化的，每个模式内部自成一体，但如果只从一

个最优组织中抽取某些要素嫁接到另一个优化组织，则可能会损害组织的一致性，从而降低组

织绩效。Bernheim and Whinston (1990)的关联博弈理论也含有激励互补性的性质，即如果博弈

参与人同时参与两个博弈，那么，即使单个博弈下参与人的激励约束不满足，关联的两个博弈

同时进行则可以使之更容易满足。如果将这种理论运用到理解地域文化与商帮治理的内在关系

的话，那么，特定地域文化或商人习俗的存在可以使商帮治理变得更为有效。Aoki （1988，

1990，2001）从互补性理论出发对日本与美国企业治理的模式进行比较，并进一步强调了制度

的多样性安排及动态演化过程。 

根据上面梳理的理论框架，我们总结一下本文的两个核心论点： 

第一，事前既定、可供使用的外部文化资源导致商帮治理模式的内生选择和激励工具的最

优配置，其中各种激励手段之间满足一致性和互补性。当外部条件（如地域文化）发生重要变

化时，商帮治理模式内部各个激励手段将发生协同调整，演变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第二，治理模式又导致对商人文化和信仰的内生选择和强化；商人信仰作为一种内生的结

果与治理模式相一致，相互支持和强化。 

 

三、 徽商与晋商的治理模式比较：初步描述 

事实上，徽商与晋商的历史演变有不少相似之处。从地域商帮的兴起原因看，地理环境、

交通条件、政策机遇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某个地区能否孕育出强大的地域

商帮
11
。就徽商和晋商而言，除了地狭人稠这一促使明清时期地域商帮兴起的共同因素外，接

近需求市场或商品产地的地利条件与明代盐制变法的政策机遇，是两者在相近历史时期兴起的

                                                 
9 Greif 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机构组成的一个系统，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持

（Greif，2006， 第 35 页－45 页）。 
10 关于组织要素之间互补性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参见汪淼军、张维迎和周黎安（2007）。 
11 参见唐力行（2006），第 44—51 页。 



                                                                                                                                   《管理世界》2008 年第 8 期 

 7

外生因素。大约在明代中叶，山西商人的活动舞台已经由北方边境市场转向全国市场，并最终

形成地域性商帮
12
；徽商则基本形成于稍晚的明成化、弘治年间

13
。从明清时代两者的经营情况

和绩效看，当晋商与徽商相继形成后，盐商都成为各自商帮的中坚力量
14
。同时，两者主营的

其他产品以及取得的绩效也有相似性。现有的史料表明，盐、茶、典当及清道光年间产生的票

号是晋商的主干商业；盐、茶、典、木等则是徽商的主干商业（参见表 1）。晋商号称“致富

在数千里或数万里外，不资地力”
15
，产品“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相似地，徽

商在论及经营情况时也自称“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

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16
。此外，晋商和徽商都信奉“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投资

观念，经商致富后旋即在家乡购置大量土地。同时，无论晋商、徽商都与统治阶层都保持着密

切关系。商人联络政权中心的常用手段包括捐纳、联姻、报效、结交、科举等，这是明清时期

商人寻求政府专卖品（如食盐）的特许销售权、规避关税以及降低政治风险的重要途径。 

表 1：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的基本概括 

 徽商 晋商 

商人的地缘范围 徽州府所辖歙县、休宁、祁门、婺

源、绩溪以及黟县六县 

泛指山西全境，主要以太原、汾州、蒲

州、平阳、泽州、潞安等府州商人为主体

区域面积（km2） 9,600 171,130（不含归化城六厅） 
总人口（1820 年) 2,474,893 14,597,428 
商帮形成时间 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 年） 明中叶（约十五世纪中叶前） 
商帮衰落时期 道光中叶至清末（十九世纪中叶至二

十世纪初） 
清末至民国初（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

初） 
商帮组织机构 会馆、行会、公所 会馆、行会、公所 

主干商人 盐商、茶商、典商、木材商 盐商、茶商、典商、票号商 

商品 大宗行业 食盐、茶叶、典当、木材、粮食 食盐、茶叶、典当、票号、帐局 

其 他 主 要

行业 

棉布、绸缎、漆、墨、砚、纸、药

材、颜料、陶、烟草、棉花、南货等 

绸布、粮油、铜、铁器、颜料、木材、烟

草、杂货、煤炭、棉花、药材等 

核心活动区域 长江中下游流域、京杭大运河流域、

赣江入岭南一线 

内外蒙古、西北地区、东北地区、河南、

两湖及苏浙地区 

主要商贸集散地 北京、扬州、苏州、南京、杭州、汉

口、仪征、广州、临清、湖州、淮

安、芜湖、镇江、松江、济宁、南昌 

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

州、广州、成都、重庆、扬州、沈阳、临

清、长沙、济南、开封、归化、恰克图 

注：人口和区域面积数据来源于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273-274 页。 

有意思的是，尽管徽商与晋商具有相似的历史轨迹，但从构成地域商帮的微观个体——商

人与商号来看，相似历史轨迹背后却是两个商帮大相径庭的治理模式。从整体上看，徽商选择

了以血缘网络为主的宗族治理模式，而晋商则选择了以地缘关系为主的契约治理模式。 

我们先来看徽商治理结构的一些重要特征。徽商首要的一个特征是依托宗族势力开展商业

活动，治理商帮内部的代理关系。傅衣凌（1956）很早就发现徽商多具有宗族合伙的特点。当

                                                 
12 参见张正明（2001），第 1—30 页。 
13 参见张海鹏和王廷元（1995），第 9—10 页。 
14 参见王世华（2005），第 635—636 页。 
15 《五台新志》卷二《生计》。转引自孔祥毅（2003 年，第 116 页） 
16 万历《歙志》。转引自王廷元和王世华（2005 年，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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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规模较小时，父子、兄弟、叔侄合伙最多。比如，明嘉靖休宁程锁联合本宗族贤豪者十

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
17
；明万历祁门郑元佑等兄弟叔侄五人合伙贩木，

凭中面议订立合同，约定盈亏皆按股均分
18
。当贸易规模扩大后，商人逐渐无法仅凭个人或合

伙人之力营运，辄需聘用伙计。徽州商号的组织结构常分为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计、雇

工、学徒等层次，高层伙计（代理人，副手或掌计）一般由宗族子弟担任。比如，休宁盐商汪

福光“贾盐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
19
；徽商程澧善贾，于是“诸程

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
20
。歙县吴良友在外业贾，“宗人从叔贾，历年滋多”。歙县商人

吴德明“起家坐至十万，未尝自执筹策，善用亲戚子弟之贤者，辄任自然不窥苟利”
21
。明末

金声总结说，歙县和休宁“两邑之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

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
22
。徽商伙计的另一来源是庄仆。

庄仆是与主人家有人身隶属关系的奴仆或僮仆
23
。从史料看，他们不仅参与商业活动中诸如伐

木、撑簰、搬运等粗笨劳动，商人甚至授巨资委以重任，令其代理经营。比如休宁程事心“课

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指画意授，各尽其材”
24
；《清稗类钞》也载，“徽州之汪氏、吴

氏，……，皆大姓也，恒买仆或使营运，或使耕凿”
25
。 

为激励同宗伙计，徽商常用手段有薪金、奖金及职位提升等。代理人（或副手、掌计）一

般按年领取薪金，称“客俸”；如果商号经营情况特别好，代理人有可能获得商人额外奖励的

奖金，但事前通常并无契约明文约定。普通店伙一旦得到商人的赏识，则有机会提拔为副手或

掌计而分管某处商铺；营运若干年后，店伙用积蓄开设商铺，还可成为独立商人。比如，歙人

闵世章“赤手为乡人掌计簿，以忠信见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盐策，累赀巨万”
26
；歙人

鲍志桐“少依我大父（鲍）凤占公习鹾业，旋为我父司出纳，有才干，其资倚畀阅二十余年，

未尝易主，家由是渐起”
27
；徽人程君年轻时跟随舅父经商于江淮间，逐渐积累资本，由“下

贾”变成了“中贾”
28
。对庄仆而言，为商人营运积累资金后庄仆也可独立为贾，显达后不再

                                                 
17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九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转引自唐力行（1999，第 4 页）。 
18 参见王廷元和王世华（2005），第 182-183 页。 
19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益府典膳福光公暨配金孺人墓志铭》。转引自王廷元等（2005，第 195 页）。 
20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二《明故明威将军新安卫指挥佥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转引自王世华（2005，
第 639 页）。 
21 [民国]吴吉祜《丰南志》第五册，《良友公状》；《德明公状》。转引自唐力行（1999，第 4-5 页）。 
22 《金太史集》卷四，转引自王廷元（2002，第 120 页）。 
23 庄仆关系的形成原因大致有租主田、葬主山、住主屋等，徽州地区的庄仆合约通常明确规定庄仆必须世世代

代纳租服役并接受地主的管束，如有违抗，听凭地主鸣官究治。 
24 [明]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三《故光禄丞敬一程翁墓表》。转引自王世华（2005，第 639 页）。 
25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三九册《奴婢类》。 
26 [清]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一二。 
27 《鲍氏著存堂祠谱》卷二《例授奉直大夫州同知衔加二级鸣歧再从叔行状》。转引自唐力行（1999，第 15
页）。 
28 参见王廷元和王世华（2005），第 40—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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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贱役，对商人也可改称叔侄；同时，庄仆积累资产后能为自己赎身，也能供子弟读书或捐

官，为后代提供较好的发展条件。 

在发达的宗族制度下，徽商无论在家乡还是客居异地都保持着聚族而居、立祠祭祖的习

俗。祠堂既是“妥先灵，隆享祀”的家庙，也是徽州宗族商人集会、议事的场所；族长不仅是

宗族的首领，同时往往又是商人组织的头目。作为宗族首领的商人有权用族规家训管束同宗伙

计，比如，徽商吴荣让“召门内贫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诸子弟若诸舍人，无虑数十百指。

朔望旅楫诸子弟，举颜氏家训徇庭中，诸舍人皆著从事衫，待命庭下”
29
。对触犯族规家训

者，普遍采用的惩治方式有：斥责训诫、屈膝跪罚、祠堂笞杖、经济处罚、革出祠堂、呈公究

治及以不孝论。其中，不孝是中国王朝时代“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歙县呈前罗氏宗族的族

规家法规定，对侵犯宗族和宗族子弟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者，严惩不贷。犯者不仅要族谱除

名，革出祠堂，除销族籍，而且还要被处以酷刑
30
。除了利用族规家训约束同宗伙计的机会主

义行为外，商人也购置大量田产为宗族聚居提供基础，使贫困族党（尤其是孤儿寡母）可以营

生，这进一步增加了贫困同宗伙计背叛商人的机会成本。发达的宗族制度不仅提供潜在的惩罚

机制，还利用“义举”、“义行”等荣誉，表彰那些能提携宗族子弟，或者为巩固宗族制度做

出较大贡献（比如捐建祠堂、购置义冢等）的本族大贾，这对于商人和代理人则构成一种隐性

的奖励。 

“驱仆经商”同样与宗族制度的支持密不可分。徽人的庄仆一般隶属祠堂，受宗族制度管

辖，所谓“所役属佃仆不得犯，犯者正诸（宗族）公庭”
31
。明嘉靖《徽州府志》已经注意到

当地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臧获辈既盛资富厚，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而康熙府志则附注称此

俗至今犹然。庄仆虽然可受商人委任经商从而积累财富，但是“脱有稍紊主仆之分，则一人争

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邑）之人争之，不直不已”
32
。庄仆与主家订立的文约多

有“如违呈治准不孝论”、“如有抗违，听自呈官重究”等；如果发生庄仆逃亡事件，主家追

捕庄仆的行为还将受到官府支持和法律保护
33
。 

与徽商不同，晋商的商帮治理是以地缘为主的东伙制，其核心是避亲用乡原则、股俸制激

励和正式的号规约束。东伙制下的山西商号内部分为财东、掌柜、伙计、学徒等层次。商号的

开办一般由财东、大掌柜共邀三五中见人，书写合同约定资本，股数，帐期长短（通常为四

年）以及盈亏分配方式等。一旦大掌柜就任，财东便将资本和人事全权交其负责，静候年终决

                                                 
29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四七《明故处士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转引自王廷元等（2005，第 195
页）。 
30 参见赵华富（2004），第 561 页。 
31 康熙《祁门县志》卷一。转引自唐力行（1999，第 111 页）。 
32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转引自王廷元（2002，第 123 页）。 
33 详细的文约和批文可参见赵华富（2004，第 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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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大掌柜统领商号，全盘定夺人事和业务管理。与徽商不同的是，晋商的伙计多为宗族子弟

以外的同乡，不少商号还明文约定不得聘用财东亲戚。 

在激励机制方面，晋商广泛采用不同于徽商的股俸制。正式地说，商号的股份有银股和身

股之分：银股是财东投资商号的合约资本，对商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身股是财东允许经理等

重要伙计以人力而非资本所顶股份，可以参与分红但不对商号的亏赔负责。伙计顶身股的方式

有两种，一是商号开设之时财东与经理和重要伙计事先约定人力股若干，以合约形式规定下来

或记入万金帐；另一种是商号在帐期分红时由经理向财东推荐优秀伙计，经认可后将姓名和股

数载入万金帐。顶身股者去世后仍能享受若干年分红，称为“故身股”。不过要顶上身股并非

易事，所顶股数也不是只增不减。普通伙计一般须在商号服务三个帐期（约十年）以上才能顶

上人力股，此后若行为不端，经理可酌情减少股数，情况特别恶劣则开除出号并赔偿损失。未

顶身股的伙计只支取薪金，最多不过百两。股俸和薪金对伙计的激励效果完全不同，山西俗语

称：“一厘生意自家人，百两辛金（薪金）是外人”。因此，身股把伙计的个人收益与商号收

益紧密联系起来，比薪金更有效地激励了伙计。 

与徽商主要以族法家规约束经理和伙计不同，晋商的商号往往订立正式而严格的号规约束

财东和伙计的行为。号规是晋商在长期经营过程中逐形成的，不少内容是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

的书面化，同时随外部条件的变化有所修订和增补。由于习俗背景相同，晋商不论经营何种生

意，号规的基本内容大体相仿，通常包括：（1）号内人员不准携带家眷；不准长借短欠；不

得兼营其他业务；不得在号内接待个人亲属朋友；非因号事不准到小号串门；回家休假时携带

财物需登记备查，不得到财东和经理家闲坐；打架斗殴、拨弄是非、结伙营私、不听指挥者一

律开除。（2）财东只能在合帐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伙计办私事；

不得干预号内人事；经理对外代表商号、财东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3）学徒五年内不

得回家；出师后每三年探亲一次（视驻地远近有所不同）；伙计不得在营业地结婚。（4）总

号与分号之间不论指示、安排或请示、汇报，均用编号和记日期的书信。重大机密由高级职员

亲往口授，总号不定期检查分庄的实绩或考核从业人员的得失等。 

为保证号规可执行，山西商号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制度或默契。比如，号规一般约定无论经

理还是伙计，都要赔偿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商号损失并减少身股和薪金数额作为处罚。为确保经

理或伙计有能力赔偿损失，商号通常要求经理等顶身股的伙计将帐期分得的部分红利以副本形

式存于柜上
34
。同时，山西商号无论招聘经理、伙计还是录用学徒，都要求有殷实的亲友或商

铺作保，后者倘有越规行为，保人负完全责任。此外，由于山西商号仅雇佣本省人充任伙计，

而伙计赴异地经商又不携带家眷，这使留居山西的家眷及家产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保证驻外经商

的伙计不亏空、不违规、不携资潜逃的质押。Jernigan（1906）和《支那经济全书》都注意到

                                                 
34 副本是相对于财东的合约投资（即正本）而言的，可计息但不参与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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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监督伙计留在家乡的家眷以约束其行为的做法
35
。出于质押和监督的可行性考虑，商人选

用伙计时也会结合地缘条件。《美汇报告》指出山西票号选用伙友时“只限于山西籍，如属可

能，并只限于小同乡。如果某人被任为分号经理，他的家属就被留在总号中作为人质，以资保

证”
36
。事实上，松散的晋商内部其实还可按地缘关系细分为许多小商帮，如平阳帮、泽潞

帮、蒲州帮等，票号兴起后又形成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商帮。总号在祁县的大德通票号的

伙计 90%以上为祁县藉人；总号设在蒙古（后迁至归化）的大盛魁商号的伙计则以太谷人为

主，因为太谷是创始人王相卿的故乡。 

对于因违规被商号辞退的伙计，晋商还有集体惩罚的默契。清光绪五年（1879 年）《申

报》称，“向闻西帮贸易规矩最善，定制綦严，倘有经手伙友等亏挪侵蚀等情，一经查出，西

帮人不复再用，故西人之经营于外者，无不竞竞自守，不敢稍有亏短，致于罪戾”
37
。清徐珂

在《清稗类钞》中也载有（伙计）“毫厘有差立攒之，他号亦不录用，以是作奸者少”
38
。这

和 Greif 强调的马格里布商人的多边惩罚机制是类似的。 

 

四、 作为外生条件的地域文化的差异性 

究竟是什么外部原因导致徽商选择基于血缘和宗族控制的治理模式，而晋商选择基于地缘

和股俸激励的治理模式呢？我们认为，首先要探讨地域商帮兴起以前徽州与山西两地外部环境

条件的差别，找出决定商帮选择不同治理模式的外生因素，然后从治理模式出发分析商人如何

激励并约束代理人以及治理模式如何选择地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至此才能系统地理解徽商与

晋商的治理模式及其效率实现方式。 

从上述徽商和晋商的比较来看，造成两者差异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两大商帮所处地域的宗族

制度的强盛。宗族是由“同宗”和“同族”两部分亲属构成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

体，始祖以下的后裔为“同宗”，高祖以下的子孙为“同族”，合称宗族。很多徽学研究者都

提出，徽商的治理模式与徽州发达的宗族制度密切相关
39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找到足够

的证据说明徽州与山西在宗族聚居和宗族制度方面整体上确实存在足够的差别？ 而且，这种

差异必须存在于徽商和晋商大规模兴起之前，体现为一种外生性的差异。 

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地域商帮相继兴起的明代，徽州的宗族聚居和宗族制度在

整体上确实比北方的山西更发达。从成因上看，中原士族的大规模入迁是明中叶徽州宗族制度

发达的历史原因。徽州因四面环山而兵燹鲜至，是中原士族在汉末、两晋永嘉之乱、唐末及两

                                                 
35  参见陈其田（1937），第 92-93 页。 
36 《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报告》，1904 年，第 50 页。转引自杨端六（1962，第 128 页）。 
37 《续劝晋帐号捐说》，《申报》1879 年 5 月 25 日。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等编《山西票号史料<
增订本>》，第 608 页。 
38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 
39 参见王世华（2004）和唐力行（2003）关于这方面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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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际避乱的南迁地之一。同时，因宦游、择胜隐居等缘故也有不少世家大族进入徽州。明嘉

靖《新安名族志》所录历代入居徽州的名族中，有 80%来自中原，因避乱迁入者则达 54%，这

可以佐证上述观点。除历史原因外，朱熹思想的影响是徽州宗族制度强化的重要因素。徽人朱

熹在《家礼》中提出了建祠堂、明世系、墓祭始祖和先祖以及置祭田等强化宗族凝聚力的方

案。唐力行（1999）认为《家礼》对后世宗族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是当时徽州望族

实际宗族生活的反映并备受徽州宗族的推崇。与“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

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
40
的徽州相比，北方地区的宗族势力因战乱、士族南迁以及少数民

族统治时期较长等原因受到巨大冲击，以致“故唐公卿之族丧亡且尽”
41
，“燕晋士大夫不能

言五世以上祖”
42
，两地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我们还可从三方面证明徽州的宗族制度与山西发达。其一，聚居祀祖。无论士族还

是庶族，聚族而居是明代徽州的普遍现象。徽州“乡落，皆聚族而居，多世族，世系数十代，

尊卑长幼秩秩然，罔取僭忒，……盖自新安而外所未有也”
43
。聚居的宗族通常有正式的族长

和房支组织，通过祭祀先祖强化宗族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尽管民间祭祀始祖的合法化始于

明嘉靖十五年（1536 年），但庙祭始祖在宋、元时代的徽州已非个别现象，虽然这种祭祀的

合法性有时只能通过神化先祖的方式实现
44
。唐力行（1999）认为，这正是南迁士族追念显赫

家世、强化族人门第观念以及群体意识的举措。反观中国北方，王询（2006）指出国家经济重

心在南北宋之际完成南移后，宗族聚居从此形成“南盛于北”的格局，而后北方很少有宗族的

大规模聚居。明末清初顾炎武曾说，“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

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迥绝”
 45
。山西的宗族聚居情况在北方地区尚属较强，但仍然弱于长江

流域各省。“北方各地区的宗族即使聚居一处，也常常没有正式的族长、房支组织；即使有族

长，其权威也通常轻于南方的族长”（王询，2006，第 21 页）。李文治和江太新（2000）基

于一些现存的历史资料也指出，“北方虽也聚族而居，但宗族组织远不及江、浙、皖及闽、粤

等省之严密，虽也建祠修谱，有的徒具形式，人们宗族观念淡薄”（第 198 页）。这导致南北

在族田置有方面有巨大悬殊，据李文治和江太新对明清两代各省族田事例的统计，在累计 599

个事例中，安徽总共占了 103 个，而山西只有 3 个（同上，第 188 页）。 

其二，纂修宗谱。纂修谱牒以便明确昭穆世系，是一个血缘群体能够建立发达的宗族制度

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明确的昭穆世次，即使是同一始祖的后裔也不能形成宗族；即便仍聚居

一处，其凝聚力不过形同乡邻。所谓“昭穆失叙，则尊卑之分不定；夫分不定，则称谓之名不

                                                 
40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转引自王廷元（2002，第 123 页）。 
41 《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转引自唐力行（1999，第 75 页）。 
42 [清]朱轼《朱文端公集》卷一《高氏族谱序》。转引自王询（2006，第 20 页）。 
43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四《风俗》。转引自赵华富（2004，第 33 页） 
44 参见常建华（2001）。 
45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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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分既泯，则彼此相视皆为路人”
46
。总体而言，宋、元时代民间尚未形成私修家谱风

气，因而能留存至今的宋元谱牒极为少见。但在中国目前已发现的 23 种宋元谱牒中就有 14 种

属于徽州谱牒，这是地域商帮兴起前徽州宗族制度发达的证明。此外，明中叶时徽州已经流行

纂修统宗谱。统宗谱是统贯分布于各地各宗支的族谱，明中叶徽人程敏政最早编纂统宗谱《新

安程氏统宗世谱》，入谱 44 支 53 代逾万人，在当时影响极大（薛贞芳，2000，第 106 页）。

统宗谱的纂修强化了“母族”与分裂出去的“子族”的联系，使徽州的宗族组织建立在庞大的

宗族联盟基础上。相比之下，北方地区即便是定居较早且人口繁盛（人口数相对南方的发达宗

族往往也不算多）的宗族通常也只有简单的族谱，多为一张大纸或一幅大布简要写出男性后代

的姓名与传承；很少像南方的族谱那样，内容繁复、动辄装订成册。很多定居时间短、人口少

的北方宗族根本没有修谱。纂修宗谱的风行通常与宗族势力和成员财富密切相关，从公共机构

收藏的 1949 年以前家谱数看，明清时期两地仍维持了原有的宗族强弱格局（参见表 2）。 

表 2：1949 年以前出版的徽州与山西存世谱牒统计 

收藏机构或收录书目 
徽州 山西 

明 清 民国 合计 明 清 民国 合计

上海图书馆（种） 139 278 50 467 0 13 10 23 

安徽省图书馆（本） 39 71 16 126 0 0 

山西省图书馆（本） 不详 不详 3 43 37 83 

《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本） 745 745 0 70 23 93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档案局二处等编《中国家谱联合目录》，王鹤鸣等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和王

鹤鸣《上海图书馆馆藏徽州家谱简介》，以及安徽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家谱数据库资料整理。 

其三，编纂名族志。除家谱外，徽州在明中叶已经撰有地域性的望族汇谱。比如，元代陈

栎编纂的《新安大族志》，明嘉靖年间戴明廷和程尚宽等编纂的《新安名族志》以及明代曹叔

明编纂的《休宁名族志》等。他们依据徽州谱牒简要叙述了明中叶以前当地主要名宗右族的来

龙去脉，编纂的目的是明本宗、纪世系，并通过宣扬名宗右族的实绩强化宗法制度。这种地域

性的望族汇谱即使在宗族制度发达的其他南方省份都很少见，这是地域商帮大规模兴起以前徽

州的宗族制度盛于山西的又一证据。 

 

五、 宗族制度与商帮治理模式的内生选择 

在商帮兴起的明中叶时期，山西与徽州在宗族制度方面的强弱差异造成了两者在整体上选

择了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概括地说，徽商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治理，晋商是以地缘关

系为基础的契约治理，两者在任用人才的来源、约束性规则、激励与惩罚的手段等方面呈现系

统的差异。对徽商来说，经理和伙计的主要来源是宗族子弟，约束性规则是族法家规，激励和

惩罚依靠在家族中的地位和身份的升降，即隐性的激励契约，类似于职业前景激励（career 

concerns），奖金和股俸使用较少；而且，徽商内部许多约束是隐性的和非正式的，包括商人

                                                 
46 歙县《方氏族谱》卷七《家训》注，转引自赵华富（2004，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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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理之间，代理与伙计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依靠隐性默契的传统习俗约束和规范，而没

有采取显性和正式的契约形式，商帮普遍信奉强调宗族价值的朱熹。而对晋商来说，经理和伙

计的主要来源是避亲举乡，约束性规则是正式的号规，员工激励主要靠薪金和股俸（显性激励

契约），信奉强调异姓兄弟之间信义原则的关公。 

如前所述，在一个有效的治理模式中各激励工具之间必须是内在一致和互补的。我们先来

研究徽商治理模式如何建筑在宗族制度之上，使治理模式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耦合和支持。在

发达的宗族制度下，徽州商人普遍拥有一个人数众多、认同感和凝聚力超越同乡朋友的血亲群

体。对徽商的治理模式而言，一个关键性的事实是，商帮成员同时又是宗族成员，族长不仅是

宗族的首领，同时又往往是商人组织的头目，使得族规家训可以用来约束同宗伙计。这是两个

博弈（宗族内的博弈和商帮内的合作博弈）得以关联的结点。根据关联博弈理论（Bernheim 

and Whinston, 1990），利用宗族制度治理商帮的主要收益是放松了商帮内部的激励约束，从而

节省了商帮内激励代理人的成本。如果某商人或代理人在商帮内有侵吞财务等欺骗行为，面临

的惩罚不仅是交易或雇佣关系的解除，还有在宗族内部的严厉惩罚。这双重惩罚的存在比没有

宗族约束的情况肯定更容易激励商帮成员之间的合作，因而可以减弱商帮内奖金或股俸的激励

程度。Gibbons and Murphy (1992) 用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也表明，当代理人同时面临激励契约

（incentive contract，即奖金契约）和职业前景激励时，如果代理人的职业前景激励更强（如徽

商内宗族地位的激励），委托人在激励设计时可以给他更弱的激励契约。 

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相比晋商以薪金和身股为主的激励方式，徽商更多利用宗族内的

身份和地位来激励代理人，奖金和股俸激励远不如晋商那么普遍和重要。更有意思的证据是，

我们在徽州的县志和家谱上看到，一些徽商代理人经营绩效突出，商人愿意给与额外奖金，却

遭到拒收
47
。这在一个侧面也说明徽商关注自己在宗族的声誉和操行胜过金钱。 

另外，徽商内正式的号规和商规也不像晋商那样明确和普遍，主要隐性的和非正式的约

束，这也是和徽商嵌入在一个发达的宗族关系和完备的族法规范直接相关的，徽商的隐性约束

和显性的族法家规是相互补充的。Greif 指出，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是对一组完备契约的替

代，它类似于一个默认契约（default contract），定义了对相关人行为的预期和约束，由此协

调商人间可能的纠纷（Greif, 2006，第 70 页）。正是较为完备的族法家规和人们之间长期形成

的共有信念使得徽商可以节省正式契约和规定的潜在成本，采取隐性治理的方式。 

晋商建立了以地缘为主的治理模式，商号的发展依赖契约基础上财东与同乡伙计的合作。

对晋商而言，缺乏一个发达的宗族制度，因而主要依靠地缘关系建立治理机制。地缘关系发挥

                                                 
47 一个例子出自《婺源县志》卷三五，婺源人詹谷在崇明代理生意，遇上东南一带战事，近十年时间里与外界

隔绝，独自打理，生意茂盛。后来商人老板的儿子到崇明，詹谷将帐册悉数交还，涓滴无私，当对方提出薪俸

外加赠四百金时，“辞不受”。另外一个例子是说徽人程诰多年经营有方，商人提出每年发给奖金而拒受

（《新安程氏宗谱》卷九，参见张海鹏等（1995，第 79-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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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家眷和家产作为质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为此，晋商的号规明

确规定号内人员外地经商，不得携带家眷，伙计也不得在营业地结婚；二是在同乡圈子里有一

个口碑效应和集体惩罚机制。晋商利用地缘关系支持契约治理的有力机制，和以血缘关系为基

础的宗族奖惩机制不同。地缘关系用于惩罚严重违规者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激励卓越者则作用

很小，因此需要进一步引入激励机制，如薪金和股俸。地缘关系是对薪金股俸制度一种强有力

的补充，因为后者无法有效制止那些携款外逃的动机，对于票号这种外地经营模式来说，则更

是如此。使用延期支付部分分红也有助于防止经理或伙计的道德风险行为。 

同样，因为缺乏一个发达的宗族制度的外部支持，晋商不得不依靠更为正式的号规约

束。晋商的号规有两个特征值得注意。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如第二节所述，晋商的号规

设计了一个非常明确、详细而严格的规章制度，其正式性既便与中国当今的企业规章制度相比

一点也不逊色。财东和掌柜的合约之正式也是这种显性制度安排的一部分。以正式的契约和号

规治理是晋商区别于徽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我们认为，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两个商帮所面临的

可资利用的外部文化资源的区别。晋商不存在徽商可以依靠的“默认契约”（族规家法）去调

节商帮成员的行为和预期，所以必须尽可能使成员之间的契约完备化和显性化。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晋商在经营过程中明令排斥家族朋友或私人关系的介入。晋

商号规明确规定：不得在号内接待个人亲属朋友，不得到财东和经理家闲坐，不准因号事以外

的事情相互串门，如此等等。这些规定的实质含义在于明确经营场所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场所，

只能“公事公办”，不得夹杂家庭或私人关系，这种约束对所有人，从财东、掌柜到学徒，都

适用。这种明文规定在以家族关系盛行的明清乡土社会里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和徽商主要依靠

宗法关系治理简直天壤之别。理解晋商禁止家族和私人关系介入正常的商业运营并不困难。最

根本的原因在于，正式的奖金、薪金激励和严格的号规制约与私人关系之间往往是替代关系，

而不是互补关系，两者存在潜在的冲突。家族和私人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亲疏远近的差异性，而

奖金和薪金激励则主要强调绩效，与亲疏远近无关，号规要严格执行也必然六亲不认。如果私

人或家族关系介入商帮太多，势必削弱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所以正式的奖金、薪金激

励和严格的号规制约是互补的关系。这种互补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徽商没有采取晋商的治理

模式。晋商无法复制出徽商的治理模式，因为前者缺乏一个发达的宗族制度，但理论上说徽商

可以复制晋商的治理模式。为什么徽商没有去模仿和复制晋商的治理模式呢？关键的原因在

于，宗族制度本身（强调宗法家规和宗族关系与地位）与晋商的治理方式（如强调金钱激励、

非人格化关系、反对把亲族关系带入商帮票号）是内在冲突的，无法兼容在一起。 

最后，徽商和晋商祭祀的对象与各自的治理模式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徽商需要宗族作

为其治理模式的基础，作为宗族文化的倡导者和集大成者朱熹自然是不二人选了。而晋商虽然

来自同一个地域，但大都是异姓兄弟，祭祀以忠义著名的关公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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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解释晋商的治理模式时，立论的基础是晋商缺乏一个发达的宗族关系作为支撑。

这个假定对大多数晋商而言无疑是对的。但我们也看到，晋商中少数著名的商人背后也有较为

发达的家族，那么，他们是如何选择治理模式的？ 

从现有资料看，在《清稗类钞》列举的山西富商排名第二的太谷曹氏家族（明洪武年间迁

至太谷北恍村），其商号用人最初以本族为多，商业发展以后用人范围有所扩大，但也只在晋

省籍人之内选用。排名第八的太谷武氏家族（元末迁居太谷西庄），其商业组织也是采取家族

管理和聘用经理结合的方式：最高决策层为家族长者，各地商号负责人也多为武家子弟；商业

规模扩大以后聘用经理和伙计逐渐增多。排名第五的榆次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迁居榆次车辋

村）自常威父子经商开始日裕，逐步形成以长子万玘和孙辈怀珻，以及三子万达和孙辈怀玗、

怀玠、怀珮为核心的两个商业集团（即南常和北常），双方互为援引，在中俄恰克图贸易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有清一代常氏宗族子弟源源不断进入家族商业集团，其大德玉票号由常恽（常

怀佩之孙）任大掌柜，这是已知山西票号中唯一由财东族人出任掌柜的。随着商号数量和规模

的扩展，除家族子弟外常氏也非常注重提拔同乡能人出任商号经理
48
。曹氏、武氏和常氏家族

的例子说明，如果宗族条件适合（族丁繁多，关联紧密），晋商同样倾向于首选族人作为商贸

活动代理人。当家族商业规模日益扩大的时候，这些家族的商号就顺势采纳了在晋商群体中已

经盛行的以地缘关系为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晋商在整体上选择了以地缘关系和股俸激

励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这种突破传统血缘局限的管理创新实质上是商人在明清时期特定的宗族

势力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我们根据不同治理模式的系统特征可以进一步推断不同治理模式形成的不同比较优势，并

通过两大商帮在经营行业、地域的异同进行检验和确认。徽商和晋商在明清时期为最大的商

帮，不分伯仲，但在经营产品和地域范围上仍然有所区别（参见表 1）。在经营产品范围方面

主要的区别是晋商有票号，而徽商没有，票号因采取总号－分号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相对

适合于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契约治理，不适合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治理（不可能把宗族

迁移到全国各地）。从贸易所覆盖的地域而言，徽商的经商范围不及晋商广阔，也说明了宗族

治理的局限性。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关于这两大商帮治理特征的理解。 

 

六、 治理模式与地域文化和商人信仰的互动 

徽商和晋商兴起以后，两者在神祗信奉、价值取向以及商业习俗方面不尽相同，比如徽商

尊崇朱熹，晋商尊崇关羽；徽商重视儒学科举，晋商则主张“学而优则商”；徽商举族迁居客

地经商较多，晋商则甚少举族外迁经商等。绝大多数比较研究注意到了两地商人的这些差别，

但以往研究大多强调传统地域文化对商人行为方式的影响，很少有人探讨商帮治理模式对商人

                                                 
48 三个商人家族的故事请分别参见张正明（2001），武胜君和武海峰（2006）以及常士暄和常国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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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祗信奉、价值取向以及商业习俗的影响。我们认为，商帮兴起以前徽州和山西在宗族制度

方面的外生差异导致两者从整体上选择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不同的治理模式又通过影响商人的

神祗信奉、价值取向以及商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其治理的激励效果。因此，考

察治理模式对地域文化的选择可以深化我们对徽商与晋商的认识。 

众所周知，徽商在经商活动中举族迁居经商地的现象比较普遍；而晋商则从不携家眷外出

经商，举族迁居经商地的情况更是甚少。刘建生和刘建鹏（2005）认为，这种差别源于历史上

徽人具有“举族迁徙之传统”，“再加上他们在本土的居住时间还比较短暂，从而形成对乡土

依赖程度较为淡薄的观念”；而晋人因历史上民族融合产生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从而形成

了固土守迁的地域性格”（第 341 页）。我们并不赞同上述解释。王询（2006）提供的佐证说

明，徽州形成稳定的汉族人口聚居格局的时间不会晚于山西，因而徽人在地域商帮兴起的明中

叶以前具有“举族迁徙之传统”一说缺乏依据。 

我们认为，徽、晋两地商人不同的迁居习俗可能是商帮治理模式对地域商业习俗的影响或

强化的结果，而不是反过来。在徽商大规模兴起的明中叶以前，聚族而居的徽人其实具有“安

土重迁”的习俗。不少史料记载当地“人重去其乡”，并认为徽州“其怀土重迁之风有自来

矣”
49
。宋代罗愿在《新安志·风俗》卷中记载，“自唐末，赋不属天子，骤增之民，则益

贫。然力作重迁，犹愈于他郡”
50
。即便在业贾渐兴以后，明代归有光仍说，“歙山郡，地狭

薄不足以食，以故多贾，然亦重迁，虽白首于外，而为他县人者盖少”
51
。然而进入清代以

后，徽州安土重迁的风俗发生变化了。康熙年间编纂的《徽州府志·风俗》称“徽之富民，尽

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

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
52
。从这些史料看，明清以

来徽商举族远迁经商地绝非不顾惜宗族聚族而居的传统，而可能是因为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对宗

族的高度依赖，通过举族迁移来继续维系传统的宗族治理。徽商在经商地安居以后，往往又着

手修谱牒、建宗祠、祭先祖，联属经商地的族众。这些祠堂不仅是祭祀场所，也是徽州商人集

会、议事的地方；族长不仅是宗族首领，往往又是商人组织的头目。举族迁居异地经商，又在

侨居地建祠，可以通过尊祖敬宗来强化商帮的凝聚力，  

在商帮大规模兴起以前，晋商举族外迁的现象不甚普遍，比较集中的迁居是明中叶盐策改

折色制后，不少富裕的山西商人家族移居扬州，成为两淮盐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入清以后，晋

商举族迁移的现象就更少了，商人远赴异地经商时家眷则留居原籍。事实上，山西、陕西两省

自明代以后已经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迁出地，山西人在京、津、河北、山东、河南以及东

                                                 
49 歙县《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五以及休宁《程典》卷二十，转引自赵华富（2004，第 62 页）。 
50 转引自赵华富（2004，第 31 页）。 
51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一八，转引自赵华富（2004，第 32 页）。 
52 转引自赵华富（2004，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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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占籍定居者不在少数，但山西商人反而强化了“安土重迁”的习俗。不论到何处，山西商人

都遵循“不挈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

必在故乡”
53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晋商选择以地缘为核心的商帮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前所述，晋商的商号通常采用总分号制结构，总号一般位于山西，分号则遍布全国。在这种

背景下，商人为约束远在异地的伙计的机会主义行为，实质上往往以伙计的个人财产、家眷和

保荐人财产作为其不亏空、不违规、不携资潜逃的质押。为保证约束机制可实施，商人必须将

伙计籍贯限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比如商号的总号所在地或财东家乡。同时，商号通常明文规

定并执行“不准（伙计）在外娶妻纳妾”、“不准（伙计）私携家眷”等号规。当票号商在清

中晚期出现时，商人尤其强调不得私携家眷，但这一条已被视为山西普通的商业习惯（陈其

田，1937，第 92 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晋商的治理模式事实上强化了与之互补的“固土重

迁”的经商习俗。 

徽商与晋商不同的治理模式对两地商人的信仰与价值取向也产生了不同影响。明清时期徽

州的民间信仰种类非常繁多，除了尊崇祖先和虚拟的神明外，徽人对神化的英雄，包括来自本

土的乡土神汪华、程灵洗，乡贤朱熹以及外乡的关羽、张巡、许远等都极为崇拜
54
。就商人的

行业神信仰而言，徽商一致推崇的神灵并不是号称“新安之神”的汪华，而是号称“文昌帝”

的朱熹。明清时期遍及全国各地的徽商无论从事何种行业，其会馆中无一例外地设“文公祠”

供奉朱熹。我们认为，徽商对朱熹的高度崇拜和信仰与治理模式也是密切相关的。祖籍徽州婺

源的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其言行对徽州的宗族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选择了以血缘和宗

族控制为治理模式的徽商而言，朱熹制订的《家礼》为徽州宗族提供了族规家法的典范，其纲

常伦理思想则维护和加强了宗族的统治，这些都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约束同宗伙计的机

会主义行为。因此，尽管“徽国文公”朱熹不具备财神的神职功能，依然被徽商从诸多民间信

仰选中并成为普遍信奉的行业神。在徽州，徽商经营致富后往往大量捐资扩建祠堂、纂修族

谱、添置族产，同时也设办书院义学传授朱子学说。徽州作为朱熹的桑梓之邦，徽人原本就崇

拜信仰朱熹，“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明清时期更形成了“非朱子传义不敢言，非朱

子家礼不敢行”的局面，这与徽商的巨大支持密不可分。 

随着朱熹在民间地位的提高，其强调通过教育“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

道，而待朝廷之用也”
55
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各宗族普遍认同“三世不学问、不仕宦、不

修谱，即流为小人”的观点。于是读书进仕在宗族强大的徽州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公认的光

大宗族门楣的大事。族人跻身仕林在我国古代产权缺乏有效保护的条件下是协助商人谋取经济

                                                 
53 刘文炳《徐沟县民生志》卷四《商史》。转引自王守恩（2006，第 532 页）。 
54 参见卞利（2004），第 191－214 页。 
55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五《送李伯谏序》，转引自赵华富（2004，第 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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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和降低财产政治风险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宗族子弟参与科举进仕的行为得到宗族和商

人的一致支持，这使徽人子弟获得了较好的教育条件进而在科举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对宗

族整体而言，业儒入仕和业贾致富是振兴宗族的两条渠道，因而富商和官宦在家族中的地位都

很高。在这种地域文化熏陶下，很多徽人迫于生计才弃儒从贾；而在宗族支持下兴起的商人也

乐意借助儒学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很多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并不放弃儒业，“恒一卷自

随”；有的商人在致富后甚至弃贾从儒，徽商“儒风独茂”的声誉因此鹊起。与之不同的是，

山西的宗族制度远比徽州薄弱，单靠家庭的支持，山西子弟在科举方面自然无法与办学条件优

厚的徽州子弟相比。同时，晋商的避亲用乡原则也为个人职业提供了多种选择。因此山西人对

科举入仕远没有徽商那么强烈。山西商人在商业上的成功则形成并强化晋商更务实和开放的

“儒贾观”，即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学而优可仕亦可商。 

在山西，民间信仰的神灵同样非常繁多。仅就晋商内部的各行业而言，银钱行业供奉金龙

四大王，票号供奉金花圣母，畜牧行崇祀马王，铁行供奉老君，纸行供奉蔡伦，木器行供奉鲁

班等等，晋商普遍信奉的神祗是马王、天后、火神、财神以及神化了的关羽，其中又以关羽和

财神最为普遍。绝大多数晋商会馆和商号店铺内同时供奉关羽和财神，而所有晋商会馆都在正

殿中位祀奉关羽，因此其地位显然又在财神之上
56
。 

其实关公崇拜在明代已经成为中国各地民间信仰中影响最广、神职功能最全的神人崇拜

了。明谢肇淛说：“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
57
。明李光缙在《关帝庙记》中也

说：“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缙绅学士，红女婴儒，亡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

神”
58
。由此可见关羽神职功能的广泛。徽人对于讲求忠信义气的关羽同样尤其崇拜，不仅各

地建有关帝庙，还成立了“关帝会”以筹集资金进行纪念和祭祀。可是，尽管关羽崇拜在徽州

民间有信仰基础，关羽又被若干行业奉为祖师爷，徽商并不像晋商那样极度崇奉关羽。我们认

为，除地缘因素之外，商帮治理模式应该是影响徽商与晋商商业信仰的因素之一。 

从商帮治理的视角看，在历史上具有“义薄云天”美称的关羽，代表了异姓兄弟之间的信

义与忠诚，晋人对关羽的认同和崇拜恰好吻合晋商约束同乡伙计机会主义行为的需要。山西商

人凡在异地经商，一经发展便集资修建关帝庙，通过祭祀神祗强化关羽崇拜，宣扬“忠诚信

义”和“以义制利”的观念，这不仅增加了同乡伙计背叛商人的道德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商人

取信于主顾。对徽商而言，关羽代表的“信义”固然重要，但是朱熹的纲常伦理思想显然是约

束同宗伙计更有效的意识形态。 

                                                 
56 参见王守恩（2006），第 532 页。 
57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 
58 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祠庙志》，转引自林国平（2003，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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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徽商和晋商所处地域所表现出来的在商业习俗、神祗信仰、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偏

好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于商帮兴起与发展的文化现象。根据我们的推断，把两地区域文化的

一些系统差异理解为两个商帮治理模式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也许更为合理。当然，必须指出，

我们这一假说的有效性目前还有一些猜测和推理的成分，只是看作是初步的一个结论，关于商

帮治理影响了当地神袛信仰的选择过程的理论的最终确立还有待于更深入和更翔实的史料挖

掘。 

 

七、 总结性评论 

在明代商帮兴起之际，地域宗族制度发达程度差异导致徽商和晋商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商帮

治理模式。徽州自汉末以来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徽商主要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

计，用族法家规和传统习俗约束同宗伙计的行为，其核心是宗族家长对子弟的权威与控制；而

地域宗族势力较弱的晋商则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遵循避亲举乡原则选择同

乡出任经理和伙计，并借助允许人力入股的股俸制和号规习俗激励并约束同乡伙计的行为。同

时，不同商帮治理模式的发展不仅固化了两地宗族发达程度的初始差异，而且内生选择出降低

商帮治理模式运行成本的商业意识形态和习俗——徽商崇尚的“朱熹理学”思想和“举族迁

徙”的经商习俗，晋商崇尚的“关公信义”理念和“重迁徙”的经商习俗。这就不难理解明清

时期的徽商尤其崇拜乡贤朱熹，遍设全国的徽商会馆都修有“文公祠”专祀朱熹，通过宣扬朱

熹的纲常伦理思想强化宗族凝聚力；而晋商凡在异地经营者，一经发展便集资修建关庙，通过

祭祀神化了的三国时期同乡关羽来宣扬“信义”观念，从道德约束层面对见利忘义、不仁不义

的观念及行为施加压力。 

我们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历史上徽商与晋商治理模式的异同和成因，而且还可

以加深理解商帮治理与地域文化、商人信仰之间的内生关联和有趣的互动。对我们理解当今世

界不同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式，尤其是中国企业如何形成自身有特色的治理模式也会有一定的启

发意义。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启发意义可以引申：首先，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地域文化和经营环境

的唯一有效的治理机制，制度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必然会最有效地利用

地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与其内部治理进行整合，形成关联博弈，从而节省企业内的治理成本；

徽商和晋商的成功也许正是它们找到了这种有效的“关联”机制（血缘和地缘）的结果。其

次，中国企业目前寻求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的挑战在于，作为后发国，我们主要在模仿国外先

进国家（以美国为主）的治理模式，而国外企业的激励系统与其特定的地域文化、共享信仰相

耦合，未必与中国的文化环境、员工的价值观及预期形成一致的组合，因此如何构建一种真正

与中国文化环境（包括区域文化环境）相一致的激励系统是极为关键的，如何创造性地实现地

域文化与企业激励系统的良性耦合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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